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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研究述评

彭华

摘要：自从《郭店楚墓竹简》于1998年5月公布以来，对郭店楚简的研究便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并且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本文择要叙述郭店楚简的研究状况，并对相关问题略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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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0月，荆州市博物馆在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对一座战国楚墓（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该墓曾经被盗，劫余竹简804枚，其中有字竹简703枚，共计13000余字。经过五年的辛苦劳动，终将竹简的照片、释文及注释公诸于世（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凝结在《郭店楚墓竹简》上的“工作是非凡的”，“尽管后来陆续有文字材料出土，但在文字的整理、释读及编连方面，郭店楚简比其它资料更令人满意”
。

整理后的竹简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道家著作，一部分是儒家著作。道家著作共计两种四篇，即《老子》（三组）、《太一生水》；儒家著作共计十一种十四篇，即《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
郭店楚简的出土，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也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中外学术界召开了几次学术讨论会，发表了若干篇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大陆地区先后推出的重要作品（含翻译作品），论文集有五种：（1）《郭店楚简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2）《郭店简与儒学研究》（《中国哲学》第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郭店楚简专号”（三联书店，1999年），（4）《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美]艾兰、[英]魏克彬原编、邢文编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文字编一种：《郭店楚简文字编》（张守中等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个人著作十余种：（1）《荆门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崔仁义，科学出版社，1998年），（2）《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侯才，大连出版社，1999年），（3）《楚简与帛书〈老子〉》（邹安华，民族出版社，2000年），（4）《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丁四新，东方出版社，2000年），（5）《楚简〈老子〉辨析》（尹振环，中华书局，2001年），《郭店竹简〈老子〉校读》（彭浩，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5）《郭店楚简与先秦学术思想》（郭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6）《简帛老子研究》（[美]韩禄伯著、邢文改编、余瑾翻译，学苑出版社，2002年），（7）《郭店楚简校读记》（李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8）《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廖名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9）《郭店竹书别释》（陈伟，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0）《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聂庆中，中华书局，2004年），（11）《郭店竹书〈老子〉论考》（李若晖，齐鲁书社，2004年），（12）《郭店楚简校释》（刘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3）《郭店楚简〈老子〉释读》（邓各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4）《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在港台出版的著作亦有多种，如：（1）《郭店竹简〈老子〉释析与研究》（丁原植，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2）《郭店楚简研究》第一卷《文字编》（张光裕主编，艺文印书馆，1999年），（3）《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庞朴，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4）《简帛〈五行〉笺释》（魏启鹏，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5）《简帛〈五行〉解诂》（刘信芳，艺文印书馆，2000年），（6）《郭店儒简论略》（欧阳祯人，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等。

年代与墓主

发掘报告说，该墓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即“当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墓主为贵族，很有可能就是“东宫之师”（另有鸠杖）
。李学勤进一步推断，郭店一号墓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墓中所出古书的书写年代，可能还更早一些，楚简各篇的年代均在《孟子》成书之前
。罗运环的考证则更为精确，他认为墓主下葬于公元前302年之后，竹简的书写则在公元前303年之前
。王葆玹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楚国曾经收复失地，因此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下限未必就是公元前278年。

刘宗汉指出，漆耳杯上的“东宫之师”很可能就是楚顷王之师，他应是实现儒道融合的第一人
。姜广辉推测，墓主极有可能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陈良
。廖名春推断，“东宫之师”可能是孔子七十子之后学，尤其是子思之徒的可能性最大
。但裘锡圭将“东宫之师”的“师”解释为工匠，说明这杯子是某人所作
。无论如何，墓主人属于贵族阶层是无疑的。

另外，有人甚至认为，墓主就是屈原，但此说一出即遭到驳斥
。周建忠曾经比较全面地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漆耳杯上的铭文当释为“东宫之杯”；根据《左传》等书记载，楚太子的老师称“太傅”或“傅”；八十、九十加赐鸠杖之礼始于汉代，墓中所出乃手杖而非鸠杖；墓主与屈原无关
。

最近，李零从古文字的角度指出，漆耳杯上的四个字，发掘者原来考释的“东宫之杯”要比“东宫之师”更合理，实与“太子的老师”或“东宫的工师”并没有关系，而且它们对判定墓主本人的身份或墓中出土书籍与墓主的关系都没有太大帮助
。

儒家著作

《缁衣》

共有47枚竹简，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绳。现存1156字。原无篇题，篇名系整理者据内容所加。简文内容与《礼记·缁衣》大体相同，但在分章、章次上差别较大，而且文字也有不少出入。

李学勤认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和别的子思一系的作品，称为《子思子》是恰当的；同其它子书一样，它不一定是子思一人的手笔；估计竹简《子思子》不会晚于子思的再传弟子，年代当不迟于孟子一辈
。廖名春说，该篇章次与今本颇有不同，引《诗》、《书》之序与今本颇有不同（当如楚简之序先《诗》后《书》），简本优于今本，简本应较今本更接近故书原貌，它确实出于《子思子》
；“晚书”《君牙》、《君陈》当系后出，《祭公之顾命》原属先秦《书》
。

《鲁穆公问子思》

《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两篇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竹简上，竹简两端呈梯形，简长26.4厘米，两道编绳。《鲁穆公问子思》共有竹简8枚，《穷达以时》共有竹简15枚。该种文献未见流传，属于佚文。
廖名春认为，《鲁穆公问子思》的记载真实，当出于子思弟子之手，属于《子思子》完全符合古书惯例
。但学术界对该篇的研究稍显薄弱。

《穷达以时》

廖名春认为，《穷达以时》当出于孔子，可能是孔子自作，故不称“孔子曰”；它应当是《荀子·宥作》、《韩诗外传》卷七记载的源头；它在思想上一是强调“时”，一是强调“反己”
。

《五行》

共有竹简50枚，竹简两端呈梯形，简长32.5厘米，两道编绳。

长沙马王堆汉墓曾经出土过帛书本《五行》，这次又出土了战国竹简本《五行》，二者可资对照。为此，台湾至少推出了三部这样的著作，一是庞朴的《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二是魏启鹏的《竹帛〈五行〉笺释》，三是刘信芳的《简帛〈五行〉篇解诂》；另外还有不少论文致力于此
。

廖名春认为其成书不会晚于孟子，它作为子思作品的可能是相当大的
。与帛书《五行》比较，帛书有《经》有《说》，而竹简有《经》无《说》；大概是由于荀子的批评，思孟学派的弟子们觉得应该将他们的经典《五行》篇施以解说，以杜讨伐，以广流传，于是有了解说本（如马王堆帛书本），而在郭店时代是本无经说的
。

《唐虞之道》

共有竹简枚29枚，竹简两道平齐，简长28.3厘米许，两道编绳。该篇赞扬尧、舜的禅让，着重叙述知命修身及仁、义、孝、悌等品德。

李学勤认为，它与《忠信之道》“虽有近于儒学的语句，但过分强调禅让，疑与苏代、厝毛寿之流游说燕王禅让其相子之（前三一六年）一事有关，或许应划归纵横家”
。李存山认为，将《唐虞之道》归入纵横家的说法根据不足
。廖名春认为，该篇无“子曰”，当是孔子的佚文，简文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无疑
。王博认为与《尧典》关系密切，属儒家学派
。台湾的周凤五也专门研究过该篇
。

《忠信之道》

共有竹简枚9枚，竹简两道平齐，简长28.3厘米许，两道编绳。以忠、信为阐述对象，列举忠、信的各种表现。

廖名春认为该篇很可能就是子张本于孔子之说而成的论文
。陈鼓应认为该篇似乎是孔、老思想的融合，其主题“忠信”为孔、老所共同肯定，文中套用了许多老子习用的语式
。

《成之闻之》

共有竹简枚40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主要阐述儒家“君子”的德行。

郭沂认为，该篇的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文中屡引“君子”之语，此“君子”盖为子思
。但廖名春认为，该篇很可能出于孔门高弟县成之手
。

《尊德义》

共有竹简枚39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

陈伟发表过专门的校释之作
。该篇前一部分专论音乐，可以称之为《乐记》
。廖名春认为，简文当出于孔子，是孔子之作
。《尊德义》的论证义正词严，与“民本政治中所彰显的政治正义”有关
。

《性自命出》

共有竹简枚67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该篇内容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多有相似。

赵建伟曾经做过《忠信之道》和《性自命出》的文字校释
。廖名春认为“简文当属子游之作”
，陈来倾向于认为属于公孙尼子
。李学勤认为，“《性自命出》的六十七支，恐怕原来不是一篇，而是两篇。从简号一到三六为一篇，中心在于论乐；从简号三七至六七乃另一篇，中心在论性情”；并建议把《性自命出》的前半部分独立出来，称为《乐说》，余下部分称为《性情》
。

《六德》

共有竹简枚49枚，简长32.5厘米许，两道编绳。

该篇在编连上还可做深一步的工作
。陈伟、颜世铉等做过该篇的文字考释和义理梳理工作
。廖名春认为，它当成于子思《中庸》之前；如果不是出自孔子，也当出于其弟子之手（很可能是孔子弟子县成之作）
。

该篇谈夫妇、父子、君臣关系时，先列夫妇、父子，后序君臣，这种由自然而社会的顺序，包含着儒家特有的重血缘、重生生的观念，与后期儒家迥然不同。有人认为，这里反映了儒家反对君权的思想，但诚如刘乐贤所言，这与丧服制度有关，与反对君权无涉
。

《六德》还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杀朋友，不为朋友杀宗族。”关于这句话的理解，颇有分歧。魏启鹏认为，“绝”当改释为“继”，“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是指当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应当使为君所着丧服次于为父所着丧服，以父丧重于君丧，体现父子之恩重君臣之义。但彭林认为，“为父绝君”意为当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时，应服父丧而绝君之丧服；“为昆弟绝妻”与《礼记·丧服》妻服重于昆弟之服叙不同，但更为合理，当是早期丧服制度的反映；“杀”，旧释“减杀”，不确，当训为“杀止”，字义的指向，在丧服的边界
。

《语丛》（四篇）

共有竹简枚265枚，两端平齐，都抄写于最短的一种竹简上，竹简长度在15.1－17.7厘米之间。

有些话语既与道家有关系，也与儒家有关系。廖名春认为，《语丛一》至《语丛三》虽为名言的汇集，但基本上以儒家之说为主
。庞朴认为，《语丛四》既非儒家思想，也非道家思想，倒更近乎法家、纵横家
。在《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有几篇文章专门论及《语丛》
。

儒家综合研究

庞朴在《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指出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内部性情的流露，“礼”是外部行为的规范。孔门弟子对“仁爱”的解释有两派：一派向外探索，认为人的善性继阴阳之道而成，人间社会的尊卑贵贱完全脱胎于天地、效法于自然，从宇宙本体推演到社会功利，即由“天”而及“人”；另一派向内求索，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明心见性。后一派的发展脉络，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郭店楚简正是反映从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状况的学术资料，代表了孔子之后儒家向内求索的为学之路。这一主题奠定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思想格局，一直影响到后来，其意义特别重大。在其后发表的《三重道德论》中，庞朴又系统地梳理了儒家的道德观，认为儒家道德是由人伦道德（六德）、社会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三者组合成的完整的学说体系。儒家有一套把三重道德贯穿下来的德目，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很强，这使得它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
。关于儒家的“圣”与“圣人”观念、天道观、德治思想等，都有人做专门的研究
。有人还探讨过郭店楚简与《曾子》的关系，认为《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就是曾子及其弟子思想学说的汇编
。

道家著作

《老子》（三组）
三组竹简的数量如下：甲组39枚，乙组18枚，丙组14枚，总共2046字，相当于今本的五分之二。章序与今本也有较大差异，文字也有不少出入，且无“道经”、“德经”之分。

简本《老子》的个别释文，学者多有异议，尤其是相当于今本第十九章的“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裘锡圭后来也改释为“绝伪弃虑”、“民复季子”
。而关于简本《老子》的校释，论著甚多（如廖名春即做过数篇关于《老子》的校释
）。

崔仁义认为，简本《老子》抄写时间晚于公元前377年。其依据是与简本《老子》同时出土有《鲁穆公问子思》，鲁穆公卒于公元前377年，这批竹简当抄定于鲁穆公卒后
。

台湾沈清松认为，简本《老子》是一种受到儒家诠释影响的《老子》版本，仅只是一出自儒家或儒家同情者的抄本，很难说是接近原本的抄本
。黄钊认为，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
。

三组《老子》各有自己不同的主题，甲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道与修道，一个是治国；乙的主题是修道；丙的主题是治国。郭沂认为，简本不但优于今本，而且是一个原始的、完整的传本，它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而今本则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简本没有与儒家伦理观念针锋相对的文字，今本中那些明显否定儒家伦理观念的段落在简本中皆有异文或文字上的增减；简本内容分见于今本的31章，全在66章之前，后人增补部分常放在原始部分之后（先秦古籍的定型）
。许抗生认为，帛书本与今本中“绝仁弃义”可能是庄子学派后来加进去的东西
。

《太一生水》
共有竹简14枚。无可与之对照的先秦经籍，属于佚文。

李学勤认为，“太一生水”深受数术家的影响，同天文数术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并且认为《太一生水》不可能和《老子》各章是同时的著作，应该是道家后学为解释《老子》所增入，当为关尹的学说
。庞朴认为，《太一生水》是与《周易》、《老子》所不同的另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论，其特点在于肯定“反辅”的作用和指出宇宙生成至“成岁而止”；它论人道的部分已经残缺，也许从《礼记·礼运》篇中可以找到一些影子
。

综合评述

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至少有以下几方面：

（一）它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佚书，填补了学术空白。

如《太一生水》，就是一篇早已亡佚的先秦道家文献，是迄今所见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最完整的文字资料。而儒家“思孟学派”著作（《子思子》）的出土，反映了儒家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儒学发展的状况，“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一百多年的空间”
。因此杜维明认为，“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
。

（二）它提供了重新审视儒道关系的新材料。

以前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影响，多认为先秦时候的儒道是水火不容的，但是根据郭店楚简简文，知道实际情形恐怕并不是如此，“早期的道儒关系远没有达到冲突尖锐化和激化的程度”
。如，《老子》（丙组）并不反对仁义圣智，“提醒我们应重视老子的守中思想，并提示我们老子可能并不必然反对法制，尤其不排斥仁义学说”
。又如，在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儒家、道家都有其各自的“无为”思想，并且多有条理和系统；但仔细分析，儒家和道家的“无为”思想虽然有同有异，实则异大于同
。

（三）有必要重新审视儒家著作。

如对《尚书》的重新检讨。现被判为伪古文《尚书》的《君牙》、《君陈》、《君诰》的文句，在简文《缁衣》中皆被引用，这与流行的伪孔传是东晋梅赜伪造的结论似乎无法兼容；尽管目前还不能判定古文《尚书》的真实性，但至少为我们重新审视这桩学术公案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我们相信，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陆续公布
，对《尚书》的研究将会推陈出新。

再如《逸周书》，以前认为是“伪书”而否认其史料价值，但其中确实保存了许多真实的西周历史文件，有些篇章的重要性甚至超过《尚书·周书》
。关于其来源，刘向认为“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引）；但最近的研究表明，以《祭公》等为代表的《逸周书》，并非“仲尼删《书》之余”，而是秦以后新编《尚书》之余，它们本来就是先秦《书》里的一部分
。

又如《礼记》的成书年代，当不晚于战国时期，其真实性也是可靠的
。又如《子思子》的发现，李学勤认为《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子命出》、《六德》六篇就是久佚的《子思子》，为孔子之孙孔伋的作品
。

总体感受和评说

关于郭店楚简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基本上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早已不遑具言。下文所述，主要针对“研究”层面而言。

（一）框架的探索：年代与墓主

确定年代与墓主，本来是研究的前提和条件，但目前尚难取得一致的结论。将该墓的年代定在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前三世纪初，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学术界所确定的这一年代，恐怕略嫌偏早，而推移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叶也未必不可。关于墓主，目前虽然众说纷纭，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竹简文字本身的讨论，不必拘泥于具体人物的争论。

（二）派别的梳理：学派与支流

在研究之初，研究者多津津乐道竹简的学派分野，先是将之分为儒、道两大派，再细分为其下的某一支（对号入座），并因此而引以为傲。但到后来，大多数研究者已捐弃了这一“故技”。其原因有三，一是学者的“自觉”，即采取这一研究路数，毕竟是“初级”阶段的做法，研究成果本身即有“粗疏”之嫌；二是“材料”本身的限制，借助于本已支离不全的材料以恢复“旧观”并非易事，三是目前的“研究”水准尚未到达这一地步。也就是说，目前我们尚未将材料本身“吃”透，便遽尔“深入”第二层面，显然有似于“沙上建塔”。

个人以为，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有一个不好的取向，即硬将竹简划分为儒、道两大派，似乎略嫌未安，有些研究者已注意到战国之际诸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现实。遗憾的是，目前这一工作做得尚不够充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他就已经明确说过“殊途同归”与“同途殊归”的关系，惜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生将儒道关系弄得水火不容。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研究者开始注意到这一事实。但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清朝学者汪中（1744－1794）的话语，因为汪中已经明言先秦诸子的关系其实并非水火不容
。

（三）方法的检讨：旧题与新话

1、新材料与旧材料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
。“新材料”（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因此，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应运而生，陈寅恪的“预流”
轰鸣在耳。

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漠视“二重证据法”、排斥“新材料”、拒绝“预流”者，可以说是日趋减损。但随之又出现另外一个取向——惟新材料是从。其中的显例，恐怕莫过于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无为而无不为”公案
。与此颇为巧合的是，目前有人仅依据郭店楚简本《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传世本作“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断然认定，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贵无”派立论无据
。而另外一个研究路数在此不得不提到，即有些研究者踵武“六经注我”（恐怕连“六经注我”的本义都没有吃透），随意“摘取”郭店楚简中的材料以为我所用，说得堪称“头头是道”、“系统完备”。殊不知，“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问题的症结在于，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材料其实是颇为支离而不全面的，要证明其“有”很容易，但要反驳其“无”实“难”（“说有易，说无难”）
，研究的正确理路应当是——只有首先在熟悉“旧材料”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利用“新材料”；“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断，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断不误者”
。

众所共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提倡与践履，既是治学方法的自觉，也是时代际遇的馈赠。王国维明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但他同时又提醒，新材料固然重要，而旧材料亦不可偏废，故他主张结合新旧史料综合以求真，“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
。时至今日，地下新材料更是空前涌现，但时下的研究却不无趋“新”（新材料）而废“旧”（旧材料）之嫌；回头审视王国维所采取的态度、所遵守的精神，实又有莫大的启示与警醒
。
2、认字与读书

郑樵云：“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于六书。六书不分，何以见义？”（《通志》卷三十一《六书略·六书序》）学者治学认字始，在目前古文字学者尚不能“退场”，因为离开了他们，我们还不能完全“独立行走”。在目前的郭店楚简研究论著中，关于文字的校释仍然是一项大宗，蔚为一时大观。所以本文在综述某一篇的研究状况时，特意列出相关校释论文。

3、“解释文句”与“讨论问题”

钱大昕云：“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经籍籑诂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陈寅恪在史学上推崇的是宋人，于清人则颇为鄙视，认为清儒治学，“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但就郭店楚简的研究状况和前景而言，研究工作恐怕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集中于“解释文句”，因为“文句”本身尚没有“解释”透，便陡然“讨论问题”，恐怕所得结论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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